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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条件在商业市镇形成中的作用

——以湖北沙市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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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0）

【摘 要】：在传统社会水运承栽着最大的运输力，湖北地区湖汊众多，河渠纵横，在明清商品经济繁荣的背景

下形成了大量依水而兴的商业市镁。荆州地区港口众多，其港埠中心经历了从郢都—江陵—沙头—沙市的演变，沙

市最初只是荆州城的外港，凭借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到明清时期沙市不仅是荆州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支展成为港

市相连的商业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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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市、场、集等一般都是对定期集市的称呼。从这些用语可以窥视出，有的是在寺庙进行集市贸易，有的是在码头、港

湾、渡口等泊船点或者水上交通的要冲进行，有的则是在岗、沟、营、站等陆上交通要冲或政府部门所在地进行。[1]湖北被称为

千湖之省，便利的水上运输为货物的流通提供了条件，也促进了商业市镇的形成，“湖北地连七部，襟带江汉，号称泽国，民

居多濒水，资舟楫之利，通商贾之财，东西上下绵亘千八百里，随山川形势而成都会，都会聚落而大小镇市启焉。”[2]

在明清商品经济繁荣的背景之下，湖北地区兴起了大量的商业市镇，其中很大部分集中于水运便利的河道两岸。根据清宣

统元年出版的《湖北全省分图》上的标示，湖北地区沿河道两岸兴起了如沙市、郝穴、筲箕洼市的商业市镇多达 137 个。其中

沙市的兴起尤为引人注目，早在近代沙市作为商埠对外开放之前商业已经极为繁荣，《江陵乡土志》云：“本省自汉口外，实

推沙市为重镇。”

沙市在春秋战国属楚，仅为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名江津。秦至西晋时属江陵县，更名津乡，为荆州地区的一个外港。

后来，由于长江改道向南移，江陵港顺长江沙滩南移，并在沙头滩地上逐渐形成集市。为此，江陵县在这里开设渡口，设立码

头，一时间沙市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唐已初具规模，始称“沙头市”。沙市利用其处于长江中段的水路要冲的位置逐渐在

明清时期成为商业巨镇，并成为江陵的商业中心，清代有谚语云：“天下口，算汉口；天下市，算沙市。”本文以沙市为例，

分析其成为商业巨镇的水运条件。

一、从军事要塞到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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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沙市位于荆州城郊东南方向十五公里，“沙市距城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势险

固，为舟车之会。”[3]作为荆州城的外围屏障，在商品经济不够繁荣的时期，优越的水路地理位置更多地发挥着军事防御作用。

“荆州自为楚都，成为历代军事重地，沙市为其外港，当随之而兴”自东汉开始沙市就有屯兵的记载。《后汉书》：“岑彭既

定夷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沙市临江渡口的优越位置，当荆州之咽喉，使其成为荆州的水军基地和军事要塞。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水运便利的港口经常形成新的商业中心，沙市的主要职能由军事防御向商业中心转化，在唐朝沙

市的商业开始繁荣，元稹（微之）有诗云“阗咽沙头市，玲珑竹岸窗”，宋朝陆游写道：“沙市三日风，万鼓鸣船头”。明朝

时“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于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清乾隆时沙津为三楚名镇，通南北诸省，贾客扬帆而来

者，多至数千艘，向晚蓬灯远映，照耀常若白昼”。到清末沙市已发展为江陵地区的商业中心，“江陵商业重心集于沙市，荆

州城内，除官署、学校、及民房外，无大商店，街市萧条，荒凉满目。”
[4]

在宋代以前沙市只是作为荆州的外港，没有专门设置管理部门，随着沙市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从宋朝开始沙市地区由市

开始升格为镇，属荆湖北路江陵府。元明清三朝沙市镇的行政区划一直被保留。清朝设沙市镇、沙市汛，沙市巡司，属湖北布

政司荆州府。而荆州府的行政税务机关也多设在沙市，如钞关、巡检司、工部分司署等机构是在明清时期从荆州城内迁往沙市，

沙市作为荆州府商业中心的地位可见一斑。

二、沿河而兴的市镇格局

（一）沿河而兴——不规则的城市形状

我国古代城池的形状一般呈现比较规则的形状，如正方形、长方形、圆形。而沙市的形状呈现不规则的形态，其形状带有

一定的随意性，主要是由于其沿江发展，受地形的影响，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

在明朝嘉庆年间沙市曾遭受遭白莲教教徒的侵袭，地方官修筑土墙进行防卫，可以从城墙的修筑位置大致可以看出沙市当

时的范围，“国朝嘉庆二年，‘教匪’煽孽，荆州戒严。署荆宜施道崔龙见，谕居人设防以备，因筑土城，以砖为女墙，滨江

树木栅，西阜康，西北迎禧，西南宝塔、东章台、东北石闸诸门。惟便河近连东北，因置闸口。”[5]沙市西南段的宝塔湾，西起

新河口，东靠观音矶，南临长江，北跨荆江大堤。西端在阜康门，西北至迎禧街.可往荆州方向，东北端在石闸，接长湖，东端

章华台附近，接太师渊。其大致范围南滨长江，北连胡泽，地呈弧形带状，城市布局显示出明显的港口市镇的特点。

一般说来，明清时期城市形态的演化，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引力影响：一是向传统礼制的复归，二是适应人口增长与商品

经济发展的需求。前者引导城市形态向符合礼制的、规整而呆板的形态方向演化，而后者则促使城市的形态突破礼制的规定，

相对自由地扩展城区。[6]沙市镇的形成主要受后者的影响，市镇的形态也是为商品流通的需要呈现自由的扩展。中国古代传统的

城市街道一般为正十字形，呈现南北或东西走向，沙市主要街道是为方便商品流通和适应港口运输，街道多与长江江堤平行，

或垂直展开延伸，总体呈现西北——东南走向。随着市镇的日益成熟，沙市的街道也不断完善，到清末已形成“三横五纵”的

形态。

“三横”分别是现在的北京路，解放路——中山路，以及古田路（江津路）。北京路目前为横贯沙市最长的一条主干道，

呈西北——东南走向，前身为便河东西二街，自西向东分别与廖子河、塔桥、便河、江汉、月堤等三十余条路、街、巷相交，

建国以后取“条条大道通北京”之意而命名“北京路”。中山路大致与北京路平行，西端起自大湾，东端止于刘家场，是在原

刘家场、三府街、拖船埠、青石大街的基础上兴建，是全市繁华之地，特别是其中段拖船埠（以便河路口为中心）尤为繁华。

江津路与北京路平行，呈西北——东南走向，西起武德路，东止马黄渠，自西向东有武德、太岳、白云、塔桥等多条路巷交汇。

“五纵”分别是与长江垂直的太岳路..塔桥路.江汉路、洪门路、鼓湖路。这些街巷大多直通长江的港口，并于沙市的内河港口

相连，方便江河货物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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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港兴市 港市一体，江市相连的市镇格局

沙市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江津”，意为长江渡口。“江水至江津，非方舟不可涉也。”沙市因港兴市，其商业中心就

集中在沿江或内河的堤坝和码头，即现在的迎喜街，解放路一带。河运运输及码头的兴起，带动了沙市地区工商业的繁荣，使

得沙市从一个运输港口向港市一体的市镇转型。为适应港口货物运输及商品流通，沙市的城镇布局呈现港市一体，江市相连的

特色。繁荣的街道大都毗邻长江大堤、或与沿江或内河码头相连。“长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出帘招沽客，峨

舸大躺落帆来。”

所谓“出处不如聚处。沙市南北通衢，商贩群至。所称物产，生殖者少，茂迁者多。”[7]沙市出产的物产不多，但由于处于

南北交通的要塞，前来贸易的商贩成群而至，所谓“茂迁”即运输贸易，便利的水运条件使沙市成为商贾云集的物资集散地和

港口巨镇。沙市作为港口集市而兴，以至居民“市半商贾。”多达上十个省的的商旅在此聚集，使沙市成为有数万居民的商业

巨镇。

由于港口运输的繁荣，大量的街道与江码头或内河码头相连，如沙市繁荣的“九十埠街”在靠近长江的古寸金堤上，因岸

边多埠头而得名。后因商店铺面日多，名称遂演变为“九十铺”。“湾上直接九十埠，鱼场折转拖船埠。连云灯火多豪华，宅

第冠裳参错住。”[8]再如“拖船埠街”，“内河外江，衢巷直通，云：昔人拖船处。”除此之外还有手工业者和商品聚集地，也

形成了各类繁荣的商业街，如“沿途餐以青石”的青石板街，为“五都之市也。”再如“地多业臬者”的丝线街，系因往昔此

街多设丝线作坊和包头店铺而得名。还有惠工街，原名“天后宫街”，后因木、竹、漆器手工作坊多聚集此而改名。明末清初

刘献廷描述沙市的街道：“荆州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一行占一巷。舟车辐揍，繁盛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

皆不及也。”[9]

（三）港口市镇的独有特色——堤坝上的街市

江堤的作用本在于抵御洪涝灾害，但由于堤防本身的地势相对较高，又临近港口，遂出现了将店铺建在堤上的现象.随着店

铺的数量不断增加，沙市一带的堤坝上逐渐形成里繁荣的街市即堤街，“堤上亦筑街数里曰堤街：与青石街相萦如带，而都雅

远逊。”

沙市作为因港而兴的市镇，沿江大堤不仅起着巩固提防的作用，也成为重要的贸易场所，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堤上行》云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描绘的是在沙市的大堤上酒旗相望，堤下船连船，

堤上楼挨楼的繁荣景象。王建的《江陵即事》云“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头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

生动再现了沙市十里堤街的的酒舍、店铺招揽商客的繁荣景象。陆游《荆州歌》“沙头巷陌三千家，烟雨冥冥开橘花。峡人住

多楚人少，土铛争上茱萸茶。”再现了在繁荣的沙市港口，茶肆的侍应争相用瓦壶乘着茱萸茶招揽客人的生动画面。

沙市的大堤在“晋恒温筑始，五代髙氏叠修。接刘公祠而来，由迎樁门经九十埠，出章华门以外，皆堤基也。”[10]北宋熙

宁年间由江陵府太守郑懈动用军工再建。至明正德年间，又在郑獬所筑堤防之南再筑新堤，为现在的荆江大堤从观音矶至文星

楼的这条堤段。由于沿江运输的繁忙，大量的商铺、茶肆在此积聚，形成繁荣的堤街。“沙市繁盛街市，均在堤内，如青石大

街、刘家场、丝线街、赤帝官街等，全市精华，咸萃于斯。”[11]

根据 1942年的日伪江陵县政府建设科科员贾吉云所绘的《沙市略图》（载于沙市市地名志）可以看出，到民国时期，沿江

堤自西向东：有大同一街（上起宝塔河至大湾）、大同二街（大湾至拖船埠）、大同三街（拖船埠至大慈巷）、大同四街（招

商局附近），此时的堤街已是商铺林立、贾客云集、房屋栉比的繁荣街道。

三、商业巨镇形成的水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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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通襄汉外川广，载得离愁何处多——江河连运的十字路口

在传统社会水运承载着最大的运输力，沙市的兴盛离不开其优越的江运及河运位置，沙市“地处长江中游北岸，可上达巴

蜀，下至吴越，又可穿洞庭，到达湘桂。”
[12]

沙市地处长江北岸，又有便河、虎渡河、沮漳河多条内河贯穿，正处于江河连运

的十字路口，“如东西之长江；北之便河，直通汉水；南之虎渡河，直达洞庭；西北沮水，上达当阳，远安。转运甚便，故其

市场，自昔即盛业。”[13]

“东西之长江”经三峡可达可上达巴蜀，下到吴越，“江水自此益大，一曰大岸。今沙头津港口是。”[14]长江在沙市河段

自然岸线长达 12公里，且在沙市口水面变宽，便于船舶停靠。在荆州以上，江中多沙洲，洲多滩浅，无法涉渡，唯江陵以东江

面无沙洲，这就使得沙市成为江陵地区的重要港口。

便河、虎渡河、沮水是沙市地区重要的三条内河，这些内河流经江汉平原，大都是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之区。“北之便河”，

原名龙门河，因通向纪南故城东门，而纪南故城东门又名龙门，故也称为龙门河。便河可通汉水，四川、湖南的货物也可由此

河运至沙市，“沙市市北之便河北通长湖，直会汉水，凡汉水上游对川、湘货物贸易，概由此河州运至沙市，搬堤改驳入江，

分运他出。”便河沿长湖与沙市邻近的江陵、荆门、潜江、监利等县及县辖镇相通，《沙市志略》云：“便河水自草市引长湖

关沮口之源，以济舟楫赴襄沔之便。”随着此河的运输作用日益显著，从明朝开始称为“便河”，为方便交通之意。《江陵乡

土志》称其“北通襄沔……水路便利，故由外江输人之货物岁不下数百万。”

便河在沙市的水系极为发达，“古之便河起自沙市，经长湖可达荆门沙洋以至汉水沿岸各地，今之荆沙河和荆襄河原来也

是便河。”从成图于乾隆 59年的沙市地图（载于《续修江陵县志》）可以看出，便河流经沙市可分为三支，一支入长湖经长江

可至汉口，一支经成家场、樊家场可入东荆河达泽口，再一支经关沮口人长湖，经成家场可直抵沙洋盐码头。数百年来便河交

通都十分繁忙，两岸修建了大量的内河码头，如雷家垲、金龙寺、塔儿桥、便河桥等地都是繁忙的内河码头。清初诗人王酿对

便河的描述：沙市江边草市河，发船打鼓更鸣锣。内通襄汉外川广，载得离愁何处多？”。便河作为作为承载货物的通道不仅

方便了商品流通，也大大促进了沙市商业的繁荣，“沙市商务之发达，此河之功实非浅鲜也。”[15]

“南之虎渡河”，是江陵地区历史悠久的一条河流，《荆州府志》记载了虎渡河名字的由来，“后汉时，郢中守猛兽为害，

太守法雄悉令毁去陷阱，虎遂渡去”。荆州与湖南毗邻.虎渡河可人洞庭湖，与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交汇，“虎渡河在城

西南二十里，龙洲南岸，大江径此分流，南至公安县界。”[16]

北宋张景诗曰：“两岸绿杨遮虎渡，一弯芳草护龙洲。”可见北宋时期虎渡河的两岸不仅风景宜人，河道运输也井然有序。

从沙市入虎渡河，经公安县，可达湖南溲县，“大江东注折而南行，口余虎渡亦曰太平。洞庭波接绣壤云横，绿杨两岸掩映帆

轻。”[17]虎渡河上的湘鄂船只往来频繁，湖南的杉木、竹子、陶瓷、杂粮通过河运运往沙市，而江汉平原的棉布、豆类、煤油

通过水运运往湖南，沟通了鄂湘两地的商业贸易。

“西北沮水”为现在的沮漳河，沮漳河被称为楚人的母亲河，“江汉沮漳，楚之望也。”[18]春秋时期，楚庄王令孙叔敖“激

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即在沮水下段引水沟通江汉。沮漳河是江汉平原上仅次于汉水的长江第二大支流，由沮河与漳河两支

组成，沮河起源于保康县西南黑山，漳河起源于南漳县西南蓬莱洞山，两河分别流至宜昌地区当阳县的两河口汇流，始称“沮

漳河”。

沮漳河流经富饶的江汉平原，曾于沙市地区的东津口注入长江，“江岸套河，相传沮水至此汇于江，今已合而为一，莫能

辨也”，又可通长湖，远安、当阳等地的粮食、棉花、木材等土特产品，通过沮漳河运往沙市中转，再销往其他各地。

（二）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船舶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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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为旧日西南各省入都通衢，沙市正其枢纽”，沙市位于长江中游，长江在沙市以上的江段江窄水急，多险礁，进

入三峡的船只，船体头尖身窄，船身由坚硬柏木制成。例如来源于四川的舵笼子，船首略上翘，船身较肥短，吃水较浅，易过

险滩，因其多用坚固的柏木料制作，故又被称为“柏木船”。沙市以下，河床变宽，风大浪髙，要求船体宽平，船头方宽，广

泛行驶于沙市到武汉、湖南航道的荆帮划子，吃水较深，稳性好，易于在宽阔的江面行驶。这就使得长江下游的船舶往来，都

必须在沙市换船、中转。“吴蜀估家东西往来者，必于此更易舟船。”

由于沙市特殊的地理位置，沿江而上的商贾、客旅在此停留并整装待发，为保障航行安全，在沙市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祭

祀江神仪式，清人孔自来的《江津怀古》云：“江津之水何湃洱，惊涛远接镇流砥。吴舸楚艇候好风，椎牛酾酒沙头市。”所

描绘的即是船只临行前的杀牛筛酒的祭祀江神活动。

除临行前的祭祀江神活动，沙市供奉江神的江渎宫长久以来都是香火鼎盛，延绵不衰。江神即长江之神，民间对长江的崇

拜由来已久，不同地方供奉的江神也有所差异，如奇相、湘君、湘夫人、屈原等都为地方性的江神。长江的沙市段则将屈原作

为江神，“江神即楚大夫屈原”。江渎宫建于“宋嘉定六年”，是在屈原的故宅上兴建，“三闾大夫就配享于此。”由于沙市

处于船舶的中转站的重要位置，故“西至巴蜀，东至吴会，而社庙之崇，独在沙律。此有境内山川之责。”[19]

宋代诗人陆游因得罪当朝权贵.于南宋乾道六年被贬四川，从沙市入三峡，曾在沙市进行了短暂的停留，“九月二十六日。

修船始毕。骨肉入新船。祭江渎庙，用壶酒、特豕。庙在沙市之东三四里，神曰昭灵孚应威惠广源王，盖四渎①之一，最为典祀

之正者。”[20]陆游为保证行船安全，用酒和猪在江渎庙祭祀江神后才离开。

由于过往商旅是从沙市逆流入三峡，航行风险较大，往来商贾客旅都会到此祈求江神的庇护，“况仕宦商贾，舟楫往来于

大江中，乘长风，占利涉，其蒙休为何如也？岂曰不祀忽诸。”
[21]
对江神的祭祀已是船舶临行前不可或缺的一环，故江渎宫的

香火历经宋元明清几朝长盛不衰，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也历来重视对江渎宫的维护。“自嘉靖时，荆州刺史孙公讳存者命工修

葺后，复有山右尚君名信，暨国初陈君名伊言等，先后相继，措资重修。”[22]在明嘉靖年间、清朝初年，乾隆五十三年、嘉庆

八年、道光十八年，多次对江渎宫进行了重修和扩建。

（三）沙市三日风，万鼓鸣船头——码头运输的日益成熟

沙市地处江汉平原，河湖港汊较多，除有外江港口之外，兼有内河港口，明代时已经是“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于此贸

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到清代，随着江堤的不断巩固，不仅增强了沙市地区的防洪能力，也使得运输码头得到固定，

沙市逐渐成为“水龙上下，巷陌码头殆五十余座，地方繁盛，屋宇毗连”的繁盛商镇。

乾隆五十三年，荆州万城大堤决口，清髙宗派大学士阿桂和谙习工程的德成来荆州督修荆沙提防，“乾隆戊申堤决万城，

荆郡被灾最酷，詒发内帑二百万金命大学士公阿桂侍郎德兴阿持节驻荆亲督工，赈之役自是每岁增修。”[23]大堤在本次大修以

后，地段配以台阶式踏步码头，取代了之前的自然坡度码头，让装卸货物更加方便，沙市自此也开始形成较为固定的“三关六

码头。”“三关”分别是大湾、宝塔、寻司巷三个税收关卡，“六码头”即拖船埠、康家桥、七里庙、谷码头、竹架子、白河

套，后由于六个码头的装卸货物已经有了大致的分工，故码头也以装卸货物的种类命名，又称为靛码头、谷码头、瓷器码头、

土陶器码头、炭码头、水果码头。

除江运码头以外，沙市还有大量的内河码头，如赶马台，便河东、便河西及太师渊等处曾经都是帆樯如林、装卸繁忙的内

河港口。地方政府曾数次组织对河道的疏浚，或者开凿新的运河，以保持河道的畅通。位于沙市东面的章台渊，是沟通沙市与

潜江、沔阳的重要内河港口，这里有仅次于沙市便河港口的内港码头，“章台渊，虽名曰渊，实非停蓄处也。殆昔人因渊开河，

因舟楫以达沔汉。”[24]章台渊后改名“太师渊”，沙市民间传说是因张居正在回乡养病期间带家丁疏浚了其到白水滩的河道，

王百川却认为“章台渊”今讹名“太师渊”，盖“台寺”之伪也。即太师渊毗邻章华台和章华寺，故称“台寺渊”，后被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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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太师渊”。虽然现在已无法证实张居正是否疏浚过太师渊的河道，但正是由于地方对河道疏通的重视，才让沙市地区的水

上交通能够畅通无阻，也使其成为江河联运的水上网络的中心。

明末清初沙市的码头运输日益成熟，形成了负责码头装卸的船帮组织。船帮是承担船舶运输和码头搬运等工作的组织，沙

市作为商品交汇流通之所，及木帆船的集聚地，前来贸易的本地和外地人逐渐团结在一起，垄断某一区域的运输和搬运工作，

按照来地域的来源逐渐在清末形成了 16个船帮组织，有省内的“楚帮”、“宜帮”、“沮漳帮”、“汉帮”、“荆帮”、“沔

阳帮”、“天门帮”、“钟祥帮”、“京山帮”、“洪湖帮”、“潜江帮”、“监利帮”、“石头帮”的 13帮，有省外的“四

川帮”、“湖南帮”、“河南帮”3个船帮组织。

沙市船帮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大量的船帮在此聚集从侧面反映出沙市港口运输贸易繁荣。船帮内部为加强管理也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帮规，不同的船帮间为解决冲突也有相应的约定，总之船帮的形成促进了沙市船舶运输业以及码头的装卸运输能

力的不断增强。

（四）港口运输的规范化——航业组织与机构的建立

明清时期沙市作为水运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为方便管理，大量的税务、港务或是与港口有密切关系的机构和组织在沙市

建立。这些机构的设立都在客观上促进了沙市港口运输的规范化，进一步提高了沙市的水运承载能力。

明代商品经济繁荣，商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沙市作为重要的商品集聚地，对各类商税的征收也有明确的规定，

“按乾隆二年税册，荆州府经营中东西北四关，凡荆州土物，无论过载落地，一律纳税名为商税，外来货物运至荆属出售亦照

部则征之，名为落地税，其过载运往他处者，由牙户具结验放。”
[25]

明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在交通方便、商贾络绎的地区设置钞关，用以征收过往船只和商品的关税。明宣德四年，荆州府

在沙市设置“钞关”，起初规定：“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后因难以估算传播的载货量，改按船舶

的尺寸大小来核定征税。因此进入沙市的商船都要经钞关的检査丈量，从而确定应纳税额，因而带有早期港政管理的性质。税

关的设置是港口商货集散程度的反映，清代荆州府的税关有两处设在沙市，“荆州府榷关四所，中关在沙市界牌脑，东关在沙

市石头厂，西关在筲箕洼，北关在草市河。”[26]

巡检司主要设置在水路要冲之地，主要任务是盘査过往行人，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朱元璋曾敕谕天下巡检说：“朕设巡

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明清时期在江陵地区共设有郝穴、沙市、虎渡、龙湾四处巡检司，

“沙市巡检署，在县东南十五里沙市大街西”[27]巡检司的设立维护了沙市的贸易秩序，为商品流通创造了稳定的贸易环境。各

类税务机关在沙市的设立，反映了沙市作为荆州地区的商货集散地的重要经济地位。设在港口的税务机关兼有港政管理的职能，

如负责对船舶的査验、丈量、登记等等。客观上起到了航运监督管理和港口运输的作用。

综上，江河联运的十字路口，天然的中转站港口位置，历朝历代对水道疏通的重视，以及各类航业组织与机构的设置，使

得沙市港口成为明清时期长江沿岸最为发达的商业巨镇。作为因水而兴的市镇，城镇布局受港口码头运输的影响，沙市的格局

又呈现港市一体、江市相连的特色。

注 释：

①四渎：即江、河、淮、济，即长江、黄河、淮河、济水。江渎宫内供奉的是江神广源王屈原，为“四渎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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